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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口語族聽障者使用的華語口語會帶有所謂的「聽損口音」；然而，由於聽人對於聽
損口音缺乏認識，在日常生活中聽見聽損口音時，常會誤以為對方是外國人。在

這種情況下，聽障者遊走於兩組身份之間：作為聽人的外國人，以及作為聽障者的台
灣人。本文混合量化分析與敘事分析討論台灣成人聽障者如何敘說自身被誤認為外國
人的經驗。量化資料發現當研究者主動誘發受訪者討論身份誤認議題時，約有 74% 的
聽障者有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驗；然而，在研究者未主動提及此議題時，只有約 44%
的聽障者在討論障礙經驗時主動提及被誤認經驗，而且全為女性。透過敘事分析，本
文發現聽障女性面對被誤認經驗時，以不同敘說方式將誤認經驗回饋到自身對障礙者
身份的理解，而相較之下聽障男性傾向孤立身份誤認經驗於障礙身份敘事之外。本研
究指出，身份誤認過程對於一些聽損受訪者而言具有直接的社會心理傷害，身份誤認
暗示了自身聽力障礙之「嚴重」體現在自身口語表達上，尤其是當被誤認的國族身份
係在台灣社會有時被負面看待者（如：東南亞、中國）；相較之下，有的受訪者則是
視情況佯裝為外國人，如果被誤認的國族身份具有某種種族化的文化優越性（如：日
本、韓國）。

關鍵詞：敘事研究、社會語言學、女性主義障礙研究、交織性、污名管理

Abstract

Orally educated deaf people speak Mandarin with the so-called “deaf accents”. Yet, hearing 
people are usually ignorant of deaf accents and often misrecognize deaf accents as 

foreign accents. Mistaken for foreigners, deaf people are faced with two competing identities 
– hearing foreigners and deaf Taiwanese. Adopting mixed methods,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Taiwanese deaf adults discuss their experiences being misidentified as foreigners. Quantitative 
analysis shows that around 74% of deaf people have experiences of identity misrecognition 
when the researcher elicits identity misidentification narratives from them; however, when 
the researcher does not mention this issue, only around 44% of the participants mention such 
experiences in their narratives of disability, all of whom are women. Narrative analysis shows 
that deaf women relate identity misrecognition back to their self-conception of being disabled, 
and in contrast, deaf men tend to disconnect such experiences from disability. The current 
study reveals that identity misrecognition can be socio-psychologically harmful to some deaf 
women because the act of misidentification per se highlights how the ‘severity’ of hearing loss 
is to them, especially when they are mistaken for persons from nations whom the mainstream 
Taiwanese society express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s (e.g., Southeast Asians, PRC Chinese); 
in contrast, some deaf women, depending on the situation, may pretend to be foreigners if the 
misperceived nationality is associated with a certain racialized cultural prestige (e.g., Japanese 
or Koreans).
Keywords: narrative analysis, sociolinguistics, feminist disability studies, intersectionality, 

stigma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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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障礙研究（disability studies）2007 年開始在台灣深耕後，分散於各個領域

的台灣障礙研究學者逐漸強調障礙的社會性、文化性與歷史性，而非單純強調

生理損傷的應用性研究（林駿杰、張恒豪 2020）。障礙研究的文化模式（cultural 

model）透過探索符號與意義，強調符號系統、社會分類、機構化過程、人造

物、文化實踐等面向，如何影響障礙者的社會位置、社會關係，乃至於主體化

（subjectivation）的方式（Waldschmidt 2017）。在眾多障礙類別中，聽覺障礙

的社會文化層面已累積不少本土研究，比如教育場域中的聽障青少年認同（吳

佳臻 2014）與聽障女同志學習處境（郭曉蓁、游美惠 2013）、成人聽障者的

旅行實踐（周淑惠等 2009）……等等。這些課題係聽人（hearing people；無聽

力損失者）也會面對的生命歷程或活動，從中探索聽人主導的社會結構，如何

壓迫聽障者，並製造出障礙的生命經驗。

除此之外，有一些障礙經驗，是障礙者一定程度上共享，非障礙者卻不

容易經驗到。譬如，障礙者的故事常被非障礙者視為「勵志故事」，這種權

力不對等的生命經驗凝視稱作「勵志色情」（inspirational porn），是典型的

非障礙者缺乏之生命經驗（Chrisman 2011；Grue 2016；紀大偉 2012）。另一

個例子是「障礙微歧視」，儘管受壓迫群體皆可能經歷微歧視，展現方式各

有不同，障礙者會面臨包括「憐憫」、「同情」、「施捨型讚美」或者預設

障礙者需要人幫助等「微歧視經驗」（董怡寧等 2022）。再如，障礙者面臨

的醫療化（medicalization）深刻地作用在障礙者的自我認同，醫療論述除了

形塑障礙為負面的生理損傷外，也可能成為障礙者界定自我，甚至用以爭取

實質平等、輔具補助、培力自身的論述資源（Grue 2015；詹穆彥 2017；諶芃

2020）。以聽障者為例，聽力科技作為醫療人造物如何形塑聽障者對自我的認

知，是許多本土聽人研究者的關注焦點（林韋成 2019；萬宗綸 2016，2021；

歐子瑩 2020）。聽障者更因為面臨口說語言溝通的壓迫，在口說語言治療（醫

療化體制）與手語學習（聾人文化常模）之間發展出離散的文化認同（張稚鑫

2004），也在日常生活的資訊取用權利受限下（醫療人員配戴口罩使得讀唇困

難、同步聽打服務補助不足等）（游政諺、陳孝平 2015；陳妤甄 2021），逐

步發展出障礙自我的認識，進而運用各式策略，抑或是重新調整對聽障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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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認知，來面對社會對障礙者的分類與壓迫，以及隨之而來的互動。

本文關注聽人不易經驗到，但聽障者一定程度共享的障礙經驗—因「聽

損口音」（deaf accents）1 而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驗。本研究探討這種經驗如何

影響聽障者對障礙身份的理解。因緣際會下，我在進行聽障身體地理學的研究

時（萬宗綸 2016），意識到許多聽障者共享身份誤認經驗。2014 年，我進入

聽障田野的主要報導人之一—小君—主動指出帶著東南亞色彩的聽損口音

是她很大的困擾（詳細請見本文的敘事分析）。國外聾人學者亦時常提及自己

被問「是哪裡來的」，感到無奈或憤怒。我主要交流的聾人學者多居住於美國，

而美國因為國土面積大，聽損口音通常不會馬上聯想至外國人；被當成「南方

人」是一個可能性。然而，「南方口音」在美國是受到污名的—在社會語言

學實驗中，受試者在不知道錄音檔中的說話者身份時，傾向將帶南方口音特徵

的錄音檔連結至「未受教育」、「鄉村」與「鄉巴佬」（redneck）（Campbell-

Kibler 2007）。這種南方口音連結的負面特質可能讓聽障者面臨另一種污名情

境。2018 年本研究的受訪者麥脆ㄐ 2 提醒我，身份誤認這個主題並不新穎。她

提及，侯孝賢《悲情城市》（1989）中的角色文清（梁朝偉飾）便有類似經驗：

文清是聾人知識份子，在片中描述的二二八事件時代背景下，文清在一列火車

上被幾個陌生人用台語詢問來自哪裡。文清慌忙地起身，然後吞吞吐吐地也用

了台語回答「台灣人」。帶著聾人口音，幾個男子並沒有因此放他一馬，再用

日語問了文清要去哪裡。只見文清這下沒輒了，男子們遂而認定文清不是台灣

人，對其正要一頓打，直至文清的朋友見狀衝出阻止，說著「他是聾子」，幾

人才面面相覷。經過數十年，2012 年化名為綠蜥蜴的聽障藝術家呂欣怡在公民

新聞上發表一個影音新聞，名為〈我們不是外國人〉3，裡頭提到「你們是從哪

裡來的？」是聽障者最常聽到的問題。然而，儘管「被誤認為外國人」可以說

是聽障者的普遍經驗，甚至經典電影也曾設計過相關橋段來暗喻台灣人的身份

政治議題，國內外都尚未針對聽障者的此一經驗進行系統性的研究。

1　本文使用「聽損口音」一詞而非「聽障口音」係為了強調口音本身來自於聽力損失所致的生理
現象；使用「聽障者」一詞時，則是為了強調社會對聽障者造成的壓迫因而產生的「障礙」。

2　本文提及受訪者皆使用化名，除了 2014-2015 年受訪者使用我創造的化名外，2018 年之後參與
研究的受訪者皆自行提供化名。這個做法能夠讓受訪者辨認研究者有無扭曲或不精準地呈現其
敘事。

3　請見 https://www.peopo.org/news/99568（擷取日期：2022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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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台灣內部也有華語（Mandarin）口音的異質性（族群與地方口音），

一般人傾向會將不熟悉的口音連結到外國人。值得注意的是，「聽損口音」被

誤認為「外國口音」這樣的經驗，並不需要「口音真的不同」這樣的事實基礎。

在這篇文章裡，我關注的是認為自己因為聽損口音而被誤認為外國人的主體經

驗。比如一位受訪者淑倫成長自眷村，帶著典型的眷村口音，而常被問是不是

「陸配」，但在淑倫的自我認知中，是聽力損失而非眷村經驗導致她有「陸配

口音」。亦即，聽損口音與外國口音的連結即便不需要實在論意義上的連結，

也在聽障者的主體經驗上構成普遍現象。相反地，一位受訪者小惠儘管有聽損

口音，但她堅持，被誤認為韓國人是因為膚色跟穿著，跟口音沒有關係；像這

樣的案例，就會被排除於本文討論的範疇。

撇除掉穿著風格、外型加上所處場合而偶然發生的「身份誤認」，「結構

性的身份誤認」多是來自於社會主導群體對於特定群體的結構性暴力。馬蒂諾

（Wendy Martineau 2012）指出身份誤認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故意為之，通

常是掌有社會優勢的群體為了維繫某種社會秩序而有意否認其他群體的身份；

一種則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非故意的、因為錯誤（或無知）而導致的身份誤認。

兩者都會對於被誤認群體產生實質的社會心理傷害。後者儘管看似非故意為

之，但在政治上並不是無辜的；相反地，馬蒂諾認為，非故意的身份誤認仍然

延續著一種不正義，即制度化的文化價值使得某些行動者成為日常生活社會互

動中不完全的參與者，他們被排除於社會，成為看不見（invisible）的他者。

從過去的經驗研究來看，故意為之的身份誤認常以「否認」的形式出現。

主導群體明明認知到受壓迫群體的存在，卻刻意強調該群體在歷史上不屬於

所處社群，自然化該群體的他者身份、合理化自己的誤認行為，並否認被誤

認群體的自我認同。這常見於移民社群的經驗。比如，美國主導群體明明知

道美國有非白人移民與其後代，卻仍然讓亞裔族群承受「永遠的外國人刻板

印象」（perpetual foreigner stereotype）（Huynh et al. 2011）—亞裔美國人

即便表明了自己是美國人，仍不停地因外貌或口音而被問自己「原本來自哪

裡」（originally from），進而增加憂鬱、焦慮的心理健康風險（Huynh et al. 

2011）；或是歐陸國家的穆斯林移民後代，在各種場合中，被主導群體詢問原

本來自哪裡，並認為只要他們是穆斯林，他們就不能是法國／荷蘭人，因而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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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其國族認同（Da Silva et al. 2022）。

非故意為之的身份誤認，通常以「誤解」的形式發生。因為結構性暴

力，使得主導群體儘管知道受壓迫群體存在於自己的社會，卻沒有意識到受

壓迫群體會出現在自己周遭，而先想到其他群體。比如台灣原住民族經常

有身份誤認的敘事：被台灣移民官或警察誤以為是東南亞外國人。4 也有可

能是主導群體完全對被誤認群體的生命經驗處於無知狀態：例如，地理學者

霍普金斯（Peter Hopkins）等人發現由於蘇格蘭社會對於南亞社群的同質化

（homogenization），南亞裔錫克教、印度教徒在公共場合常被概括誤認為穆

斯林，而面對如此誤認，有些人因此避免與陌生人互動，有些人則選擇以幽默

回應，或趁機向他人解釋南亞社群的內部異質性，增進蘇格蘭社會對南亞裔社

群的認識（Hopkins et al. 2017）。

上述經驗現象中，受誤認群體在人口學上的真實身份，通常並不會讓其陷

入污名情境，反而可能讓他們脫離污名情境（Goffman 1963）。使用口語的台

灣聽障者在社會心理意義上，並不自我認同為慣用台灣手語的聾人社群，亦不

享有主流聽人社會的歸屬感（張稚鑫 2004）。相反地，很大程度上，口語族

聽障者仍透過障礙的醫療模式來理解自身的身體，亦即，聽力損失是一種生理

上的缺損，這使得聽障身份本身是會促發污名情境的可貶（discreditable）特質

（Goffman 1963）。

當聽損者因開口而被誤認為外國人時，面臨著高夫曼（Erving Goffman）

所稱的「污名管理」（stigma management）：如果否認自己是外國人，並解釋

自己的口音來自於聽力損失，那麼便是暴露於聽障的污名情境中。在此，污名

指的是「個人不被社會完全接受」的一種情境，而聽力損失在健全主義的社會

中，便是使個人不被完全接受的特質。譬如，在當代台灣社會，障礙身份的現

身，即便沒有遭遇明白的負面攻擊，也時常會讓障礙者面臨微歧視話語（董怡

寧等 2022）。從污名管理的角度來說，聽人對於聽損口音的誤認，本身便可以

成為「消除障礙污名的指標」（disidentifiers）：聽障者可以透過「外國人身份」

作為掩護以「佯裝」（passing）為聽人（Goffman 1963）。從理論而言，為了

4　譬如排灣族歌手阿爆就在訪談中提及自己在台灣的機場過護照查驗時，經常被指引到外國
人通道。見〈The KK Show - #11 排灣的 Rihanna ( 自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mRv51nXWuqU（查看日期：2023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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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陷入污名情境，聽障者會選擇接受聽人詮釋其口音為外國口音，藉此得到

掩護，進而佯裝為聽人。然而，由於既有文獻的缺乏，實際上聽障者面對誤認

經驗會如何理解與回應、誤認者有何反應，乃至於誤認經驗與誤認者的回應會

對聽障者的自我認知有何影響，在經驗研究上都還未得到系統性地描繪。本文

便是要補足這個經驗研究的缺口。

過去在學術場合談論此議題時，我發現許多聽人研究者並不熟悉為何聽障

者會有不同的口音，使得對此議題有理解上的門檻。因此本文第一部分簡要介

紹聽損口音。文章第二部分解釋研究方法，並用量化方式勾勒資料樣貌。第三

部分深入身份誤認經驗的敘事，討論聽障者敘說相關經驗的方式。

二、聽損口音與障礙身體

「聽人」（無聽力損失者）主導了口說語言的演化與發展。在幾乎所有的語

言社群中，口說語言的標準皆由聽人主導。口說語言是基於聽人的聽力來發展

區辨語意的語音差異。可想而知，聽人不會使用自己無法聽見的聲音差異來區

辨語意，例如超音波。在聽損或聾人社群內部，什麼樣的聲音是可取用（access）

的，便因為個人生理狀況不同，呈現高度異質；再者，與聽人所感知到的聲音

相比，借助聽力科技（助聽器與人工電子耳）聽到的某些聲音也可能因為機器

轉換而有所不同。由於對聲音的感知存在差異，聽障者與聽人發出的語音可能

會出現差異，而產生各式各樣不同的「聽損口音」（deaf accents）。

聽障者不一定會有聽損口音。並且，聽損口音有極大的異質性，不只有一

種聽損口音。若與聽人的標準語音比較，聽損口音是個光譜，亦有「濃」或「淡」

的區別。這裡的「濃」與「淡」係奠基於與聽人標準語音的差別，取決於非常

複雜的個人因素，包括聽力損失程度、語言治療介入年齡與長度、聽覺輔具介

入年齡、家庭支持……等等。聽損口音較「淡」者，在具有區辨語意功能的語

音上，較沒有展現出差異，有的人可能是帶有鼻音或是發音位置偏向口腔後部，

不大影響聽人的理解；聽損口音較「濃」者，可能會在子音、母音或聲調的展

現上，出現較大的不同，比如ㄕ或ㄔ變成ㄓ、ㄓ變成ㄉ或ㄍ、二聲與三聲合併

等等，因為這些語音在華語具有區辨語意的功能，可能會導致聽人較容易注意

到口音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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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口音特徵可能會連結至不同的國族身份：比如聲調的不同可能會連

結至香港人、印尼人；過度捲舌則連結至中國（北方）人；子音的不同（譬如

ㄆ變成ㄅ、ㄔ變成ㄓ）可能連結至日本人（方淑華等 2015）。詳細語音特徵與

各國華語口音之連結可能性非常多，亦非一對一關係，在此不列舉。身份誤認

也可能取決於當下的情境、當事人的膚色、妝感與穿著，以及出現的地點……

等等。

在聽人的認知中，聽損口音通常不會聯想到聽障者。例如，在感知實驗

中，聽人受試者在不知道說話者為聽障者的情況下，可能會認為聽損口音透露

著說話者「不識字」或患有精神疾病、智能障礙等（Cowie and Douglas-Cowie 

1992）。在台灣的脈絡，聽障者可能被認為有「大舌頭」。「大舌頭」在網路

上是負面意義。例如，身為聽障者的遊戲實況主「禾卯《小柳》」就在還未公

開自己有聽力損失時，被觀眾認為他說話的「大舌頭」聽起來「很像啟智兒」、

「很靠北」、「很不舒服」，或甚至認為他是故意「不好好講話」，然而似乎

極少或沒有人將他的說話方式聯想到聽力損失。這導致他甚至必須將這些留言

截圖下來（圖 1），另外錄一支影片公開自己的聽障身份。

圖1：遊戲實況主「禾卯《小柳》」的聽損口音遭受惡意留言攻擊（影片截圖經「禾卯《小
柳》」頻道授權使用）5

5　擷取自影片〈【小柳】我是一位聽力障礙人士，我其實聽不到聲音。〉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Cyzm5MjFZD0（擷取日期：2022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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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誤解源於聽人對聽障者的社會語言現實（sociolinguistic realities）理

解不足，正如「聾啞人士」一詞所透露的刻板印象，該詞排除了會說話的聽障

者，預設聽障者皆無法使用口說語言。語言表現不只是透露說話者的身份訊息，

語言表現的差異也蘊含著不同的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能讓使用者享

受不同優越性甚至社會經濟資源（Bourdieu 1991）。這種情形尤其可見於發展

出標準化的語言形式的社會裡，語言人類學者希爾弗斯坦（Michael Silverstein 

2003: 219） 指出，標準化的語言挾著霸權，讓其成為所有不同語言形式中最為

「頂尖而核心」（top-and-center of all variability）的形式。這種霸權的形塑，

會讓一些社會背景的人在面臨「標準」時產生語言焦慮，因為他們認為自身的

不標準語言形式是劣等的。被認定為劣等的不會限於語言本身，歸根究底，關

於各種語言形式的評價是針對與語言形式連結的社會身體。語言不只是從特

定的身體產製而出，語言本身亦能生產身體，說話本身就是一種身體的實踐

（Bucholtz and Hall 2016）。在這個意義上，當聽障者的口語被聽人理解為來

自智力障礙者、文盲或精神疾患，在社會互動上，聽障者的身體也被依此分類

且對待。不過，日常面對面的互動，畢竟不是實驗室情境或網路上的匿名留言，

不大可能初次見面便問對方是否有「智力障礙」或是「不識字」等等；取而代

之地，相對有禮貌的問法便是「你是哪裡人？」。

本文接下來將基於這個對語言與身體關係的理解前提，討論聽障者如何看

待因為口音而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驗。

三、研究方法與資料輪廓

本研究從 2014 年 6 月開始陸陸續續訪談大台北地區的成人聽障者，直至

2020 年 8 月。一共訪談了 37 位成人聽障者。不需要具備身心障礙手冊，只要

具有雙側聽力損失即可。訪談皆使用口語（華語）為主要語言，搭配筆談作為

輔助。根據受訪者自己填寫的資料，有 15 位男性與 22 位女性（這個數字包含

最開始的報導人小君）。受訪者皆為漢人。這些受訪者的來源有二：滾雪球抽

樣以及臉書公開社團張貼招募啟事。本研究沒有接洽機構尋找受訪者。訪談皆

為半結構式訪談，大部分為一對一訪談，其餘有的為情侶（兩人皆為聽障者）、

室友（兩人皆為聽障者）、朋友（兩人皆為聽障者）或家長（家長為聽人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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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者）結伴參與訪談。結伴參與訪談者，因為較熟悉另一位受訪者的口音，在

研究者無法理解受訪者口語時，會適時協助翻譯。訪談者為本文作者（男性漢

人），公開的聽力狀態為聽人。若沒有特別說明，則訪談皆以華語口語進行，

搭配少量華語筆談。

這 37位受訪者（附件一）被區分為兩組：第一組是「誘發敘事組」（elicited 

narrative）（N=19），我主動詢問是否曾因為口音關係而受到身份誤認，這個

問題放在「日常生活中與聽人溝通遇到的困難」之後，因此若受訪者在指定問

題之前就在回答其他問題時主動提及受誤認經驗，他們的資料歸於第二組。第

二組是「自發敘事組」（spontaneous narrative）（N=18），亦即我不主動提起

這個話題的情況下，受訪者是否會主動提及受到誤認的經驗。這個研究設計來

自於起初將「是否被誤認為外國人」作為問題放進訪綱時，雖然許多受訪者皆

表示有相關經驗，卻沒有多談，使得我好奇是否其實身份誤認的經驗並沒有我

想像得那麼重要。因此，在後續的訪談中設計了「自發敘事」的訪談，以瞭解

在研究者不誘導的情況下，聽障受訪者是否仍提及身份誤認的經驗；如果有，

會如何將被誤認經驗整合進自身的障礙經驗敘事中。

研究者誘發受訪者陳述相關經驗時，受訪者會有較高度的自覺，留意到研

究者正在聚焦於其身份誤認經驗。因此，受訪者可能會對於身份誤認經驗呈現

出具高度反身性的敘事，敘事本身也會相對孤立於其他障礙經驗。相較之下，

若受訪者主動將身份誤認經驗敘說進障礙敘事中，受訪者係試圖揀選身份誤認

經驗以描繪出某種內部邏輯連貫的障礙自我呈現（Bamberg 2004）。

2015 年我發了一份問卷於公開臉書社團「公「聽」並觀，「障」義執言－ 

聽障者權益論壇 Deaf and HOH forum Taiwan」，以「聽障者日常生活調查」為

標題，內容包括「是否有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驗」。問卷調查結果可作為本研

究訪談法的對照。47 位填答者中，有 36 位表示自己有被誤認經驗，比例上為

76.5%，且約有差不多比例的填答男性（73%; N=15）與女性（78%; N=32）有

相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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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發敘事組 自發敘事組 總計

受訪者提到

被誤認的經驗

14 人

（7 男 7 女）

8 人

（0 男 8 女）

22 人

（7 男 15 女）

受訪者沒有提到

被誤認的經驗

5 人

（1 男 4 女）

10 人

（7 男 3 女）

15 人

（8 男 7 女）

總計
19 人

（8 男 11 女）

18 人

（7 男 11 女）

共 37 人

（15 男 22 女）

表 1、訪談法的資料輪廓

透過問卷法得到的結果與訪談法中的「誘發敘事組」有比較基礎，皆為

研究者主動誘發陳述相關經驗。如表 1，「誘發敘事組」的 19 人中，有 14 人

表示有因為口音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驗，比例為 73.7%，與問卷法得到的比例

相當接近。「自發敘事組」的 18 人中則僅有 8 人表示曾因為口音而被誤認為

外國人，比例為 44.4%，遠遠低於「誘發敘事組」。為了排除這個差異是恰

巧「誘發敘事組」的受訪者擁有「較淡」的聽損口音，我將受訪者依照「口

音是否牽涉能區辨語意的語音差異」分為「是／否」兩組，並應用邏輯迴歸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到資料上。自變數為性別、敘事分組以及口音分組。

結果顯示，整體來說，男性與女性並沒有哪一方較容易擁有被誤認為外國人的

經驗；口音牽涉區辨語意的語音者，較容易有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驗（z=2.91, 

p=0.003）；並且，在控制了前述變量後，「自發敘事組」仍然顯著地較少受訪

者提及自己有被誤認的經驗（z=2.25, p=0.02）。

從量化分析所得之資料輪廓來看，當研究者不主動詢問是否有身份誤認

經驗時，並沒有那麼高比例的聽障者會提及自己曾被誤認。換言之，儘管約有

73-76% 的聽障者有被誤認經驗，卻沒有這麼多人會在敘說障礙經驗時，主動

揀選身份誤認經驗進入障礙敘事中。相反地，必須透過研究者設定此經驗為障

礙相關經驗，大部分有此經驗之受訪者才會多少談論。不過，這並不代表我們

不需要討論聽障者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驗，或者意謂這不是一個重要的主題。

若我們觀察性別的分佈，會發現「誘發敘事組」的 8 位男性有 7 位表示有

誤認經驗，比例相當高。這一組唯一沒有誤認經驗的男性是阿凱，阿凱的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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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未達法定身心障礙程度，他的口音也與聽人口音無異。相較之下，在「自

發敘事組」的 7 位男性完全沒有人主動提及被誤認經驗。不同於男性受訪者，

無論是誘發或是自發敘事，女性皆有六至七成的受訪者提及被誤認經驗。敘事

組別對於女性受訪者的影響似乎遠不及敘事組別對於男性受訪者的影響。無論

是否由研究者主動詢問，女性受訪者均傾向談論自己的身份誤認經驗。亦即，

似乎對於女性聽障者而言，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驗在主觀意義上更具談論的重

要性。因此，有必要深入不同性別聽障者討論此經驗的敘事內容，探討為何會

有如此性別化的資料輪廓。

四、敘事分析

（一）男性聽障者：身份誤認與聽力障礙的斷裂

提到自己有被誤認經驗的七位男性聽障者全為「誘發敘事組」的受訪者。

沒有「自發敘事組」的男性受訪者主動提及身份誤認經驗。因此，在這一小節

看見的敘事，皆為針對研究者「是否有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驗」之直接回答。

張伯（62 歲，2014 年訪談）自幼年便是聽損，他指出從年輕便時常被誤

認為「香港僑生」，然而自己的父母卻都是上海人：

但是其實我的爸爸媽媽是上海人齁，我沒有上海腔調，我反而有廣

東腔調，所以有不只一次有人認為說，欸？問我是不是，大學的時

候，問我是不是僑生。或者說以後、現在啦也問我是不是華僑啦？

香港來的啦什麼，但我也不曉得這個口音為什麼會這樣來，反正就

不是很標準啦，國語不是很標準，呵呵。[…]（我：那你的反應是什

麼？）我沒有反應，我說奇怪啊，我也不懂為什麼會這樣子。（粗

體為本文作者所加）

張伯本身並不清楚自己的口音「為什麼會這樣」，亦即，張伯不理解為什

麼聽力損失會讓他有香港口音。儘管在他的認知裡，「香港口音」表示「不標

準的國語」，他也不以為意。在這段敘事裡，張伯反而將重點放在父母的上海

籍貫，而自己卻沒有上海口音這件事上。對於張伯而言，被誤認為異地人的經

驗並不是構成其聽損主體經驗的重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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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飛（22 歲，2014 年訪談）的華語口語屬於光譜上聽人較無法理解的一

端，因此維飛指出，剛上大學時，他不是因為「口音」被誤以為是外國人，而

是對方以為他在說粵語或日語，完全不是在說華語，所以誤認他為香港人或日

本人：

印象中好像有，他以為我說日語 ...粵語 -.-，被誤認香港人和日本人，

阿太久了，忘光光（我：那你覺得開心嗎？）阿，只是尷尬的吧，

沒有這麼開心（我：被當外國人不開心）沒有，只是尷尬呀，尷尬的，

沒有開不開心這樣（我：那你有跟他說你不是？）恩，對，我跟他說，

我是台北人，我跟他說我聽不到。6 

儘管自己說的是華語，卻被聽成完全不同的語言，維飛強調自己不會因此

感到開不開心，取而代之的是「只是尷尬」的氛圍，以及「無言」的表情符號。

對此，維飛澄清自己是台北人，而自己的口語是因為聽損才會聽起來不同。透

過「只是尷尬」，維飛並沒有針對這個經驗做太多的深談，並說自己不記得細

節，這樣的事情已經很久沒發生，因為自己上了大學後不像在高中時跟同學比

較熟，大學修課的模式讓他跟同學比較疏遠，所以他通常保持「低調」與「安

靜」。在敘說此經驗時，維飛並沒有將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驗框架為使其不說

話的原因之一；而是強調自己因為不習慣大學生活，所以與人少有交流，使得

被誤認的經驗不再發生。

阿偉與松鼠儘管皆有被誤認經驗，但並沒有太在意。阿偉（30 歲，2019

年訪談）在訪談時為廚師，他說自己常被誤認為「外勞」，但他認為除了口音

之外，也因為那間餐廳有很多東南亞員工，所以他面對被誤認的經驗不以為意，

被誤認的當下也沒有特別反應，甚至不會澄清。松鼠（2019 年訪談）則表示自

己這輩子只有一次被誤認的經驗，在網購面交時，對方以為他是中國人。松鼠

指出，通常除非他主動問朋友自己講話有沒有哪裡不一樣，對方才會開始認真

去聽出差異，否則一般來說，聽人並不覺得他說話有哪裡不同。

相較之下，佐佐跟振宇對於被誤認的經驗有較多著墨，但在敘事的調性上

也都偏向正面看待。佐佐（37歲，2019年訪談）有多次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歷。

6　跟維飛的訪談是透過臉書私訊，在此我保留維飛使用的表情符號，並加上標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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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到自己有時騎機車會被警察臨檢，他告訴警察自己是台灣人，可是警察不

相信，他便說自己會唱國歌還會背總統有誰，隨後解釋自己聽不到，警察便會

離開。在談論這樣的經驗時，佐佐用開玩笑的語氣，提到被警察誤認為外國人

比較危險，因為「警察很兇又有槍」。佐佐也說，年輕的時候，平常被誤認為

外國人，自己會假裝是日本人糊弄過去；年紀漸長後，因為自己在國際化的大

學裡工作，就不覺得怎麼樣，「平常心笑笑而已」。他將國際學生當成「一種

保護色」，因為如果被誤認為國際學生，學校裡的人就不會「對你口音怎麼樣

有太多反應」。亦即，同樣都是被誤認或佯裝為外國人，年輕時的佐佐確實是

利用日本人身份來掩蓋聽障身份；而對於現階段的佐佐而言，國際化環境中口

音紛雜是常態，佐佐不再需要面對針對他身份進行詢問的污名管理情境。

振宇（24 歲，2020 年訪談）常被誤認為香港人，面對這個狀況他會跟對

方解釋自己是台灣人，是因為聽損所以口音才不同。他說，一開始當下難免會

覺得「自己的口音真的有那麼不同嗎？」，但久了之後他對被誤認經驗的理解

逐漸改變：

我自己之後會把它當作一個笑話來講，就不會特別在意這件事，而

且被認成香港人我也覺得蠻開心，因為我還蠻喜歡香港的（我：為

什麼那麼喜歡香港？）就我在網路上有一些香港的朋友，他們給我

印象就是友善的，就香港對台灣是比較友善的，然後再加上，他們

最近的事件讓我感到香港人的韌性跟團結，就覺得他跟我們是一樣

的人，這樣的感覺。（粗體為本文作者所加）

振宇在這段敘事中，將被誤認為香港人的經驗「當作一個笑話來講」，顯

示他並不因為身份誤認而重新理解自己的障礙身份。這裡可以觀察到，香港人

身份本身並沒有讓他正面看待聽損口音，而是因為高頻率的身份誤認經驗使其

不再「特別在意」自己的口音。振宇並未選擇佯裝香港人，亦即，香港人身份

未被挪用為去除污名情境之指標，也沒有因此讓他給予聽損口音正面的象徵價

值（對比「自發敘事組」女性受訪者安妮）。因為個人交友網絡加上地緣政治

的親近性，振宇敘說出一種香港身份的地緣政治浪漫性，進而製造出某種誤認

經驗的緩衝地帶，讓誤認經驗本身得以經過個人的重新理解後，不成為具社會

心理傷害性的日常事件；然而，這個重新理解的過程似乎與聽障身份並無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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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振宇僅就誤認經驗作出評價，而並未透過誤認經驗去闡述聽力障礙對自

我認知的影響。

威廉（28 歲，2020 年訪談）同樣被誤認過為香港人，也被誤認過為馬來

西亞人、日本人和中國人；而對於被誤認為中國人，他相當不高興：

對啊，之前有人問我是不是中國人，我說不是，他就跟我說：「你

口音聽起來就像中國人啊。」我說我真的不是欸，然後還來來回回

好幾次，我就很生氣，我就直接拿身份證給他看，我就不是中國人 

[…] 因為我覺得對方太白目了啊，對啊，而且我那時候沒有很喜歡

中國人，所以被當成中國人讓我很不爽。（粗體為本文作者所加）

由於威廉是男性受訪中唯一對於被誤認身份表示強烈不滿者，我便詢問

他：「是否會因此告訴對方自己是聽障者？」他回答：「我不會想解釋，因為

我覺得干你屁事啊」。令人意外地，即便是被誤認為自己不喜歡的國族，威廉

也沒有揭露聽障身份的舉動。然而，這似乎並非因為他認為聽障身份比起中國

身份會創造出更嚴重的污名情境，而是因為誤認者在社會互動上的不禮貌（「太

白目了」），讓威廉不認為自己有必要對不合乎社會規範的誤認者提及自己的

聽力損失。

此外，對比振宇的經驗，威廉的這類誤認經驗本身沒有製造出曖昧的緩衝

地帶，而是因為地緣政治上的厭惡感，直接了當地對其造成負面作用。與振宇

的敘事雷同的是，即便這種認同經驗對威廉產生社會心理上的直接傷害，他並

未因此反身思考聽力損失如何造就如此不悅的誤認經驗，或是談論他怎麼因此

重新理解障礙身份。

綜合上述七位男性聽障者的敘事，可以發現他們談論身份誤認經驗時，傾

向孤立身份誤認經驗於障礙敘事之外：有不以為意者，或甚至視為笑話看待。

這七位男性聽障者的敘事皆產生自「誘發敘事組」，可以見到在敘事上，他們

的身份誤認敘事與障礙身份敘事並無以互相連結的形式闡述而出。

（二）女性聽障者：纏繞聽力障礙的身份誤認經驗

十三位有被誤認經驗的女性聽障者，展現出較多樣的敘事，由於篇幅所限

在此無法全數仔細討論。為了方便呈現訪談結果，此小節的書寫亦根據研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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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區分為「誘發敘事組」與「自發敘事組」。

1. 誘發敘事組

整體而言，誘發敘事組的七位女性受訪者，大部分呈現類似男性受訪者的

敘事：她們專注在回應訪談問題「有沒有曾經被誤認為外國人過？當下的反應

是什麼？」，而比較不傾向概括地針對這類經驗對其障礙身份之影響做討論。

譬如，Q 姐（36 歲，2018 年訪談）針對自己就學期間被誤認為僑生的經驗，

指出自己的反應通常是會澄清自己是台灣人且有聽損；然而，Q 姐並沒有談論

身份誤認經驗對理解自身障礙身份有何影響。類似的狀況也見於另一位受訪者

麥脆ㄐ（22 歲，2018 年訪談）—她在台北捷運被搭訕，對方問她是不是日

本人，但她主觀上不確定是因為口音或是穿著而被誤認。儘管麥脆ㄐ沒有排除

口音因素，但並未專注於聽損口音的因素，僅提到「可能覺得我不像（台北

人）」，沒有多加描述身份誤認經驗會如何回饋到障礙身份認同，也沒有將其

視作負面經驗。

相較之下，面對訪談問題，有兩位受訪者將身份誤認經驗連結至聽力障礙：

小魯（31 歲，2018 年訪談）與小凡（19 歲，2018 年訪談）。小魯的口語屬於

光譜上聽人較難以理解的一端，她說自己有時會被以為在說外國語言，因此對

方直接用英語跟她說話，她會反過來跟對方說：「你可以跟我說中文。」有時

像是面對店員，她則直接乾脆付錢就算了，不多加解釋。小魯指出，澄清自己

是聽障者並不會換來比較正面的結果：有一次她到屏東滿洲去賞鳥，向一位阿

嬤問路，不料對方馬上問她：「越南？菲律賓？」小魯回答自己是台北人。阿

嬤並不相信，說小魯講話不像台北人。小魯只好告訴對方自己是聽障者，孰料

此話一出，阿嬤一言不發直接走掉。她的理解是屏東的老人家比較「保守」，

所以不知道聽障者會說話。不過，就小魯的經驗而言，這種情況其實很常見，

很多聽人都不知道要怎麼跟聽障者交流，儘管在揭露聽障身份前，雙方都還在

自然對話，但一旦揭露聽障身份，對方可能立刻中斷溝通。換言之，在小魯的

敘事裡，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驗直接回饋到她對聽損身份的理解：聽損身份的

揭露是導致雙方對話嘎然中斷的直接原因，因此，面對被誤認為外國人的情況，

她思考的並非誤認為外國人這個事件本身，而是進行污名管理—衡量相較於

被當作外國人，揭露聽障身份是否會使自己暴露於更不利的污名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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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敘事也見於小凡。小凡指出自己有時會被誤認為日本人或韓國人。

通常她會直接否認，但也不會直接揭露聽障身份。小凡解釋自己的考量，提到

「有點面子的問題，不想讓人家知道」；但是如果真的被知道，小凡也不會不

承認自己是聽障者。她知道自己的口音「跟台灣人非常不一樣」，也指出她曾

經向語言治療師反應這個問題，希望改善。不過終究「沒辦法去模仿他們台灣

人的口音」（粗體為本文作者所加）並認為「台灣人口音是聽人才可以去學習

到」。在這段敘事裡，小凡將台灣人論述為他者，而非自己所屬的群體，顯示

在障礙者的生命經驗中，當「台灣人」作為同質群體描述時，障礙者是與此同

質性不相容的他者。身份誤認經驗可能強化了這樣「被排除於所屬群體」的自

我認知。

被誤認經驗也強迫小凡面臨污名管理的抉擇時刻：當被誤認為外國人時，

揭露自己的聽障者身份可能會讓她「沒面子」。在小凡的敘事裡，聽障者並不

如日本人或韓國人的身份擁有較優越的象徵資本（Bourdieu 1991）。為了不讓

自己沒面子，小凡甚至會以被誤認的身份撐完整個對話：

我之前被櫃姐以為是日本人，她就一直問我日語問題，我就一直裝

傻不回應，因為日語我不懂嘛。當下很想逃跑，但沒有說是台灣人，

因為被當成日本人還滿有趣的，後來就聽她講完就走了。（粗體為

本文作者所加）

在這裡可以見到小凡選擇佯裝成日本顧客，即便面臨「很想逃跑」的壓

力，需要用聽不懂店員的問題來表演「裝傻」，也不願意在百貨公司專櫃這樣

的場域裡，揭露自己的聽障者身份。「面子問題」常見於身心障礙者的自我認

同敘事中，比如輕度智能障礙學生覺得到特教班上課沒面子（林惠芬 2004）；

手汗症患者認為初次見面握手時有手汗沒面子（吳雅琴、陳宇嘉 2011）。在台

灣承襲的「面子文化」裡，「面子」強調的是個人依存於社會評價的自我形象

問題，個人形象是否具有優越性（prestige）係仰賴於社群對於理想社會形象的

理解（Mao 1994）。這些「面子問題」直接揭示了非規範身體（non-normative 

body）並不符合理想身體之社會想像。在小凡的例子裡，聽障身份可能在面對

象徵時尚、販售理想身體形象的百貨公司專櫃場域時，因其受污名狀態，顯得

不得其所（out of place）（Kitchin 1998）；相較之下，日本人身份似乎比較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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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這樣的場域。與男性受訪者如振宇及威廉不同，小凡在敘說誤認經驗時，是

緊扣著障礙身份來討論，而非僅聚焦被誤認為日本人本身是否是愉快的經驗。

在以上兩位女性受訪者的敘事裡，都可以見到國族身份與聽障身份是以同

時出現但互斥的對立狀態：一旦揭露自己是聽障者，因為雙方都是台灣人，談

話的焦點就會放在聽障身份上，而不是凸顯自己不是外國人；又或者，似乎沒

有任何可能會讓對方認為自己是來自外國的聽障者，一旦被認為外國人，那麼

便一定是來自外國的聽人。也就是說，在身份誤認的敘事裡，聽障者面臨的選

擇表面上看起來是「外國人／台灣人」這組身份，但事實上是面對「外國的聽

人／台灣的聽障者」的對立關係。

「外國的聽人／台灣的聽障者」的對立關係直接延伸出兩條象徵資本的

身份軸線：聽人與聽障者的象徵資本進行競爭；外國人與台灣人的象徵資本進

行競爭。然而，儘管在健全主義（ableism）的社會結構下，聽人身份通常較聽

障者身份擁有更多的象徵資本；在台灣的種族主義結構下，外國人身份並不永

遠較台灣人身份擁有更多的象徵資本，種族化的階層秩序製造出某些國族身份

（白人、東北亞）優於其他國族身份（東南亞）的社會秩序（藍佩嘉 2005）。

下面的小節能更清楚地看出這個面向的象徵資本競奪。

2. 自發敘事組

「自發敘事組」有八位女性受訪者主動談到自己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驗。

這些受訪者皆是在談論聽覺障礙對日常生活造成的影響時，主動提及身份誤認

經驗。她們用不同的方式使用身份誤認經驗來輔助障礙敘事。有兩位沒有太在

意身份誤認經驗，比如 Peiyu（18 歲，2018 年訪談）指出自己曾被中國學生誤

認為陸生，她只是告訴對方自己不是，但沒有覺得怎麼樣，並說「反正我就是

聽障，我沒有很 care」。在這一小節裡，我將焦點放在其他六位對誤認經驗有

較多討論者，凸顯詮釋外國口音的多樣敘事。

(1) 外國口音顯示身體損傷

第一種敘事是將外國口音視為聽力損失作為一種負面存在的體現。不論聽

人怎麼看待外國口音所連結之國族，對於聽障者而言，外國口音的詮釋本身便

象徵著生理損傷的「嚴重」—如果聽力損失不嚴重，何以聽人會以為自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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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

小薇（33 歲，2020 年訪談）是高雄人，買飲料或搭計程車時，常常被問

是不是外國人，因此常常需要解釋自己是聽障。小薇說：「我是不會怕要去講

自己是聽力障礙，是要一直講，覺得有點煩。」因此，有時對方問她：「小姐

你是不是外國人？」小薇會說：「我是台灣人我只是有口音。」或是「我是土

生土長的高雄人。」懶得去跟一個陌生人解釋那麼多。談論這樣的經驗時，小

薇有點激動地說：「我明明就是高雄人，我在高雄買個飲料還要問我這個問題，

我就很怒！」這顯示身份誤認經驗直接對小薇造成社會心理上的危害。

小薇進一步指出，當有人問「你是哪裡人」，這只是一種「包裝」，言下

之意便是你的「口音很重」，基於禮貌用這種方式問而已。亦即，只要聽人因

為聽到口音而詢問自己是哪裡人，對於小薇而言，這個問題本身便會讓她進入

一種污名情境。並且這個污名情境不只是自己內心的解讀，誤認者本身也有指

出「口音很重」的意圖。佯裝為外國人與否並非小薇所考慮的，因為她認為雙

方早已有自己並非外國人的隱晦共識。這使得在小薇的敘事裡，外國口音完全

不能作為去除聽障污名情境的指標；反而是在在地提醒她，自己的聽力損失已

嚴重到影響日常生活的歸屬感。

這種敘事不單純只在自我認知的社會心理層面上發揮作用。在一些例子

中，身份誤認作為負面身體障礙的敘事，甚至能進一步推動障礙者尋求醫療介

入，肉身地改變自己的身體。以聽障者來說，便是尋求人工電子耳植入。人工

電子耳是侵入性醫療，不同於助聽器外在於身體且單純放大聲音，人工電子耳

透過外部接受器與連結到耳蝸的皮下植入體，將聲音訊號轉換為電訊號傳送給

聽神經。在醫療論述上，人工電子耳被形塑為強大能「治癒」聽損的科技物（林

韋成 2019）。本研究的受訪者小君與瑪姬在討論人工電子耳植入後的成效時，

將外國口音視為聽力損失導致之障礙，並用外國口音的消弭來證明人工電子耳

的有效性。

小君（39 歲，2014 年訪談）是單耳電子耳使用者，她在部落格中寫到，

因為她在日常生活中被誤認為東南亞移工的頻率愈來愈高，她開始考慮要植入

第二耳的電子耳，希望能夠藉此改變她的「東南亞口音」。由於小君對於第一

耳電子耳的成效很滿意，所以她相信雙耳電子耳將能夠幫助她擺脫東南亞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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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君是透過被誤認的國族身份來評價自己的「聽損口音」。她指出，她聽

過東南亞移工的口音「很不標準」，所以她不想要這樣的口音。然而，面對我

詢問若是她被誤認為日本人，她會有什麼反應，只見小君曖昧地笑，似乎不排

斥自己被誤認為日本人。因此，這裡的關鍵並不在口音「不標準」，而是「怎

麼樣的不標準」。儘管不能相提並論，對於小君而言，東南亞移工在台灣社會

受到的歧視並不亞於聽障者受到的歧視；在她的敘事裡，被誤認為東南亞移工

承受的污名狀態，可能與聽障承受的污名狀態不相上下。

小君指出，某日她與姊姊帶生病的母親出院，在計程車上，她坐在後座陪

著母親，姊姊坐前座跟司機聊天，司機因而認定小君為家庭移工。小君回答司

機，說自己不是移工，「只是因為太累了，媽媽的腳又在痛，所以才不說話」；

此時其口音讓司機更加認定小君是移工，因而對小君說：「你會說中文啊？可

以跟我們一起聊天呀！」或許是因為認知小君為移工，司機完全掌控了對話的

主導權。

據小君的說法，平常她會不厭其煩地向對方解釋自己的聽損身份，說自己

是「正港的台灣人」（台語），不過因為她太常被誤認，加上當天很累，所以

懶得再反駁，於是之後都沒有再說話，默默以移工的身份完成車程。就小君所

述，這個事件成為讓她堅定要改變自己口音的關鍵事件。換言之，聽損口音的

不可欲，並非因為其本身的語言特徵與聽人的標準口音不同，而是經過評估後，

聽損口音引發的被誤認身份，可能承受更嚴重的污名情境。對小君而言，這樣

的狀況來自於聽力損失的生理狀態，要脫離這種被誤認為東南亞移工的情境，

便需要從身體去做根本性的改變。

瑪姬（27 歲，2020 年訪談）提供了類似的敘事。在瑪姬談到自己動電子

耳手術的動機時，她提到口音是原因之一：因為高中開始就讀啟聰學校、學習

台灣手語，使用手語的比重逐漸高於口語，瑪姬的家人發現她開始出現愈來愈

重的聽損口音，其中最受到注意的便是連結到中國人身份的過度捲舌：

然後講話就越來越少，就對我來說不是好的徵象，是退化的徵象，

對，那我就都不講話，那我家人就覺得說，你講話怎麼就是……我

那時候以前沒有被說我是外國人，我就到了高中之後，然後有人問

路，然後就說那邊怎麼走這樣子，然後問路的就說：「你是不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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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啊？」我就說我不是，我才發現說我的發音是不對的。我就問

老師啊同學阿，說我這樣發音對嗎？我為什麼講話會被以為是外國

人？他說：「你的捲舌音比較重」 […] 後來我就去開電子耳嘛，我

就去做語言練習，說那個ㄘ阿什麼的，就不用捲舌。（粗體為本文

作者所加）

捲舌音是聽損口音的特徵之一，而在聽人的認知中，捲舌是中國（北方）

口音的華語相當明顯的特徵。儘管並不是所有聽障者都有過度捲舌的語音特

徵，但本土特殊教育文獻中（歐子瑩 2020），也提過一位女性聽障者因為過度

捲舌被誤以為是中國東北人。因為她不樂於揭露自身的聽障身份，但如果佯裝

為中國人，在與人互動時，又會遭遇一連串自己本不該面對的兩岸政治問題。

這位聽障女性認為台灣人相當排斥中國人，這讓原本就對聽障身份自卑的她更

加排斥自己的聽損口音。相較之下，雖然瑪姬沒有對於中國人身份作出評價，

但是顯然地，在瑪姬的敘事中，外國口音象徵某種身體的「退化」，而這種「退

化」是不可欲的，需要透過醫療手段（電子耳植入術加上語言治療）消除；在此，

外國口音回饋到瑪姬的障礙身份認知上，在醫療論述中強化了聽力損失作為一

種負面身體狀態的社會認知。

(2) 外國口音作為消除障礙之指標？

據上所述，當被誤認的身份在台灣社會並不是優勢身份時，可能使得障礙

者對自己的身體狀態產生負面認知，誤認身份因而不具有消弭污名狀態的社會

互動功能。那麼，如果被誤認的身份夾帶強大的象徵資本，理論上能夠成為消

除障礙的指標（disidentifiers）。有別於視外國口音為凸顯聽力障礙的小薇、小

君與瑪姬，安妮（25 歲，2020 年訪談）相當正面看待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驗。

在上大學之前，安妮因為對聽障身份有某種程度上的「自卑」，害怕開口

便被認出來是聽障者，而不太喜歡開口說話。然而進了大學後，安妮發現有許

多學業優秀的聽障學生並非以「身心障礙者」來認知自己，而是傾向以「耳朵

受傷」來理解自身，這使得她開始對障礙身份的理解亦有所轉變。換言之，對

於安妮而言，比起將障礙者視作自我的身份認同，醫療化的損傷論述更能描述

她對於聽力損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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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化的大學裡，安妮更發現大部分的人聽到她說話，第一反應以為她

是外國學生，這讓她開始有自信開口說話：

很多外籍學生，他們中文發音也不一定很好啊。那我在報告的時候

有些人會覺得說：「欸你是外籍學生。」他們不是用身心障礙者，

對身心障礙者的那個認知去看待你。久了之後就覺得說，哼，口音

不一樣，那聽起來像外國人而已。對，也也不用太擔心說，我的口

音不好，然後不開口講話。對就是慢慢一直調整，一直嘗試。然後

到我現在，我就覺得說，我聽力障礙者那又怎麼樣？呃我還是可以

做很多事情，只是可能沒有那麼好這樣子。（粗體為本文作者所加）

被誤認的經驗回饋到安妮對自己聽損身份的認知。儘管在安妮的敘事裡，

聽障身份仍然是次於聽人身份（如「只是可能沒有那麼好這樣子」），但在象

徵秩序（symbolic order）上，外國學生的誤認經驗讓聽損身份「拉抬」到了

與外國人類似的社會位置，就算不標準，聽障者產出的口語至少是某一種聽人

（「外國人」）說話的樣子（「聽起來像外國人而已」）。在安妮的認知中，

外國學生的身份直接讓聽損口音得到了某種優越的象徵價值（對比於「誘發敘

事組」的男性受訪者振宇）。聽損口音從受損的負面存在轉變為外國口音的中

性甚至正面的存在。男性受訪者的佐佐，提及大學裡國際化的環境讓他將口音

多樣性作為其不需去意識到自己有聽障口音的「保護色」。不同於佐佐，安妮

則是將大學裡的國際化環境敘說為一種讓自己得以重新理解聽障身份的場域。

從障礙研究的角度來看，「治癒」本身牽涉身體類別的跨越（crossing），

而這種跨越並不一定需要生理上的轉變；在安妮的敘說裡，身份誤認讓非涉生

理轉變的身體類別跨越發生，而當跨越成為日本人，損傷同時也得到了治癒。

甚至，有一次，安妮在捷運上被一位陌生男性搭訕：

他問說：「你是不是日本人？」然後我就突然想要開玩笑，我就：

「啊對欸，你怎麼知道？」他覺得聽我的口音不像台灣人，我就：

「喔對啊，因為我來台灣沒多久，然後中文發音還不標準。」對，

然後就是還真的就聊聊聊，對，所以他完全看不出來我是聽障者 […] 

對然後他就會覺得就很有趣，你就很有興趣聊下去。對，有時候我

也會讓對方知道說我的身份，然後對方通常大家就是：「啊不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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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不好意思，我不知道。」然後通常他們會以為聽障者不喜歡聊天，

所以我就會先跟他們說：「沒關係，沒關係，我不介意。」（粗體

為本文作者所加）

當對方知道安妮其實是聽障者時，因為對方中斷對話（認為聽障者不喜歡

聊天）而讓安妮無法經歷到自然交談的經驗。相反地，透過佯裝為日本留學生，

安妮體驗到了真實的搭訕經驗，並且是她正面看待的經驗。

安妮之所以正面看待誤認身份，是因為在誤認的當下，障礙得到了治癒。

具體而言，面對聽損口音的異國性，安妮的看法並不完全符合高夫曼所稱的

「去除障礙的指標」（disidentifier）。關鍵在於，安妮的敘事邏輯與前述的「佯

裝」（passing）並不同，安妮並沒有要隱藏障礙身份。高夫曼的污名管理，強

調的是不讓污名特質現身，避免自身進入受污名情境。先前的受訪者比較被誤

認的國族身份與障礙身份的污名特質，進而評估是否選擇佯裝為外國人，或是

現身為聽障者。而安妮的敘事不同，她先是強調聽力損失不過是「耳朵受傷」，

再談到聽損口音時，無論是在大學中重新理解自己的聽損口音是「像外國人而

已」，或是先「覺得很有趣」順著對方說自己是日本人，隨後現身為聽障者，

都顯示安妮並無意在社會互動中去除聽障特質。

韓國的障礙研究學者金恩貞（Eunjung Kim；音譯）（2016） 指出，障礙

的「治癒」在概念上仰賴著「復原」（rehabilitation），復原在邏輯上是指回復

到自己過去的狀態；然而，對於先天障礙者而言，自出生開始，便未曾擁有過

那個「過去」。換言之，先天障礙者面臨治癒的身體想像時，其實是以他人（健

全者）的身體為範本，將他人的「當下」當成自己的「過去」。治癒的邏輯，

便是仰賴建構出這樣的「過去」，並將這樣的「過去」形塑為障礙者可以追求

的「未來」。而障礙者的當下，隱身在這樣的治癒想像中，這種將「期待的未來」

寄身在「想像的過去」的文化邏輯，金恩貞稱為「折疊時間」（folding time）

（Kim 2016: 11）。

在此，安妮的敘事呈現了不同的治癒邏輯：安妮並不需要透過語言治療來

「復原」某種自己不曾擁有的「過去」（亦即台灣聽人的口音）；取而代之的是，

安妮本身「不標準」的口音因為被誤認為國際學生或日本口音，讓安妮的身體

在轉瞬間成為了他人當下的身體，進而得到較高的象徵資本。除此之外，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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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實在在地用被誤認的異國身體活了一次，安妮甚至能反身地重新詮釋聽障口

音的象徵資本，翻轉聽障口音的負面意義。在此，治癒之所以可能，並不是將

還未發生的未來，寄託在不曾擁有的過去。若是用折疊時間的角度觀之，是兩

種人生的平行時間彼此互相疊加—外國人的當下折疊到聽障者的當下—轉

變了聽障者當下身體的社會意義。因此，聽障者得以現身。

(3) 混合的敘事

貝拉（33 歲，2020 年訪談）的敘事同時雜揉了外國口音的上述兩種詮釋。

貝拉本身是特教老師，在談到自己從小學時期到現在出了社會的轉變時，她提

到自己的「發音退步了」：

因為我在國小的時候，我沒有什麼口音，跟正常人沒什麼 - 分不出

來，然後開始慢慢的，因為你的語言一直不練習，因為我聽……因

為助聽器會一直換，所以我可能聽不太清楚說我發音有沒有問題，

結果就慢慢的發現欸你好像口音怪怪的，但是我已經分不出來我是

哪一個音已經……沒有練習了。

從「沒有什麼口音」和「與正常人分不出來」，轉變到「口音怪怪

的」，口音的出現對於貝拉而言是意味著自己愈來愈偏離規範身體（normative 

body），而面對許多人告訴他「口音怪怪的」，貝拉提到自己的應對策略：

如果我不想認識他，我就說喔我國外回來的，不然怎麼辦，嘿啊，

那如果覺得欸這個人還可能以後會認識的話，我會直接主動說喔因

為我本身是耳朵不好，或者是我是聽障這樣子 。

貝拉指出，會有這樣的策略，是因為自己時常被誤認為外國人，而面對身

份誤認，「一開始會覺得很難過」，因為這顯示了聽力障礙的惡化；不過久而

久之，她便「就覺得習慣了，就見怪不怪了，因為太多人講了」。因此便反過

來採用這樣的佯裝，來應對那些一面之緣的陌生人。換言之，對於貝拉而言，

雖然外國口音彰顯了身體的退化，但同時也能作為消弭污名情境的指標。面對

人工電子耳手術沒有成人健保補助的狀況下，她也沒想過為了逆轉身體退化而

植入電子耳；既然無法消弭外國口音，貝拉遂而適應外國口音的解讀，並使用

這種解讀作為處理污名的策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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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幽微的抵抗敘事

最後要談論的受訪者玲玲（25 歲，2020 年訪談）比較不同。玲玲本身擁

有社會學學士學位，因此她指出，受到社會學訓練影響，她秉持「客觀中立不

帶偏見」的觀點來理解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驗：不論被誤認為哪一國人，她都

不以此悲喜。甚至，玲玲認為作為聽障者，每一次糾正聽人的誤認並現身為聽

障者，有助於聽人認識聽障者的存在，也能糾正聽人社會裡的種族歧視結構，

讓聽人不以口音可能連結到的種族身份評斷他人。在玲玲的敘事裡，不同於其

他受訪者，是玲玲掌握了被誤認情境中的主導權：

因為有些司機，他可能看你上車，聽你講話之後，他就覺得你好像

是外國人，然後他就會有一點怕怕的，不想跟你講話。然後我就會

還要主動跟他說：「司機不好意思，因為我是聽障，所以我口音就

點不一樣，所以你不用害怕，如果你想跟我講話的話。」

玲玲提到，因為膚色偏黝黑，自己不會被誤認為日本或韓國人，而是被誤

認為來自中國南方、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因此，當玲玲認為

司機可能以為她是外國人時，她很清楚知道司機把自己當成在台灣會受歧視的

一類外國人。在玲玲的敘事裡，「你不用害怕」這樣的話語，其實充滿著反抗

張力，掌握了對話的主導權，同時挑戰了聽人對於某些地方來的外國人不願互

動的種族主義，也翻轉了聽人／聽障者之間既有的權力結構。無論玲玲是否真

的會這樣面對司機，但在研究訪談這樣的場合，玲玲確實以這樣的方式來討論

誤認經驗，相較於其他受訪者，這是較為挑戰歧視結構的敘事。

五、性別化的誤認經驗敘事

在本文多樣的敘事裡，聽損口音本身作為符號載體（sign-vehicle），並不

是穩固地象徵特定不變的客體（object）；相反地，符號與客體間的象徵關係

必須仰賴於特定時空與社會脈絡中符號與客體的共現，此為符號與客體間的指

向性（indexicality）（Ahearn 2016 [2020]）。指向性的解讀因人而異，受到複

雜的個人社會背景所影響（Calder 2021）。對於語言學者而言，聽損口音指向

了聽力損失這一生理差異；對於不熟悉聽損者的聽人而言，因為結構性的無知，

使得這個口音指向了異國身份。在本研究中，對於聽障者而言，我們見到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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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讀本身成為了另外一個符號：比如，張伯便毫無頭緒這樣的身份誤認到底

指向了什麼，甚至反思自己的上海籍貫為何會讓他有香港口音；小君與瑪姬則

是認為外國口音的解讀本身便指向了正在發生的身體退化，顯示聽力損失正在

加重；對安妮而言，外國口音的解讀反而指向了「雖然不標準但頂多像外國人

一樣」之某種國際學生擁有的象徵資本。

在本文一開始，從高夫曼的污名管理理論出發，我討論了理論上外國人

身份應可作為去除障礙污名情境之指標，然而實際上，許多本文中呈現的受訪

者並沒有這樣運用外國人身份，很大部分取決於聽力障礙導致的污名情境，以

及外國人身份導致的污名情境之間的對抗。受限於台灣社會對於不同種族／國

族排序之象徵資本階層，白人與東北亞外國人才會佔據較高的象徵位置；相較

之下，因為地緣政治與種族主義，中國人或東南亞國家人士則不被視為可欲的

國族／種族身份。這些階層化的族群秩序直接映射到了台灣社會對不同外國口

音華語的評價，譬如美國華裔口音的華語會得到優於東南亞口音的華語。本土

的實證研究指出，當台灣受試者聽到來自歐美口音的華語，即便錄音檔中的歐

美口音說話者比東南亞口音說話者的口音來得「更重」（更難懂），受試者仍

然給予前者更高的評價，認為前者更可能是從事文職且具高教育程度（陳淑

杏 2013）。由於膚色的關係，台灣聽障者不太可能被誤認為白人，使得僅有在

被誤認為日本人或韓國人時，身份誤認才可能成為去除污名情境的機會。值得

一提的是，雖然美國華裔的華語口音在台灣社會能見度高（比如許多流行歌手

有類似口音），但本研究的受訪者沒有人曾被誤認為在歐美長大的華人，這可

能因為聽損口音在聲學特性上與美籍華裔口音（譬如華語的ㄔ、ㄒ變成英語的

<ch>、<sh>）不太相似。

身份誤認成為一種「去污名機會」的詮釋，並不是一體適用於所有聽障者，

至少在本研究中，即便對方沒提及被誤認的國族，僅用「哪裡人」或「外國人」

這樣的泛稱，對於聽障者而言也可能是強調身體損傷之存在或退化的傷害性行

為（例如小薇與貝拉）。此外，佯裝為外國人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就算是一

面之緣，除非能像安妮一樣應對自如，否則可能是像小凡的例子，佯裝經驗令

人疲憊且想逃離現場。

本文在研究設計上區分受訪者為「誘發敘事」與「自發敘事」。在女性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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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這一組，發現比起誘發敘事，自發敘事中更能看見身份誤認經驗如何整合

進入障礙敘事中，用以敘說障礙自我；相較之下，誘發敘事得到的身份誤認敘

事則較為孤立，這可以明顯見於男性受訪者的敘事中。這具有訪談方法論上的

啟示，研究者明白詢問受訪者是否有某種經驗時，可能反而讓受訪者過度專注

於直接回答該問題本身，而錯失受訪者從更廣大的生命經驗歷程來理解該經驗

的敘事可能性（當然，並不是每一位受訪者皆如此）。

本研究另一個重點是性別化的身份誤認敘事。與上述的方法論啟示有關，

七位「自發敘事組」的男性無一人主動談論身份誤認經驗，這可能說明了身份

誤認經驗確實對於男性聽障者而言，主觀上不那麼影響他們對自身障礙身份的

理解；換言之，在「誘發敘事組」男性觀察到的，身份誤認敘事與障礙身份敘

事高度脫鉤的現象，可能在男性聽障者間具有一定代表性。外國人身份成為去

除污名情境之指標的可能性，因此也不那麼明顯，因為在身份誤認經驗與障礙

身份脫鉤的敘事中，男性受訪者幾乎沒有從聽障污名管理的角度來理解被誤認

經驗，即便有涉及污名管理，也是針對國族身份本身的污名進行討論，而未連

結至聽障身份（例如威廉）。相較之下，女性聽障者則較傾向從污名情境的角

度來討論身份誤認經驗。

回到本文的研究問題，被誤認經驗如何回饋到台灣聽障者對自身身份的理

解，從敘事分析來看，關於這個問題，男性聽障者似乎無涉及「如何」，而是

被誤認經驗似乎與男性聽障者對障礙身份的理解沒有太多互動；從女性聽障者

的敘事來看，儘管當然也有人如同男性聽障者的狀況，但能見到多樣的被誤認

經驗回饋到障礙身份認知的途徑。

其一，身份誤認經驗可能會強化聽障者「不得其所」的社會排除感。小魯

揭露聽損後，聽人拒絕對話，對比於被誤認為外國人時得到的自然互動，讓聽

障者感受到日常生活中的被排除感。小凡在百貨公司專櫃被誤認為日本人後，

意識到如果坦承自己是聽障者會「沒面子」，顯示聽障者在特定場域的被排除

感。小君需要用台語來證明自己是台灣人，而不是操著東南亞口音的移工，但

即便澄清，計程車司機也不予理會，這也是一種被排除感。小薇在自己家附近

也要被誤認為非本地人，這種日常的、細瑣的實踐，提醒著她在社會中的「他

者」身分。這些出現在被誤認經驗敘事中的「不得其所」敘事，都彰顯被誤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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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外國人的經驗，不僅僅是被誤認這麼簡單而已，而是透過被誤認的社會互

動，聽障者不停地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自己不被當下的社會情境預設為「屬

於那裡」。

其二，被誤認經驗可能會反過來降低聽障者對於障礙身份的「不適感」。

這個途徑比較特別，在諸多有誤認經驗的聽障者中，只有安妮提出這樣的敘事。

不僅是建立在既存的對於障礙身份的低度認同，台灣社會對於特定類別外國人

（包括留學生）的友好程度，讓被誤認為外國人的這個事件本身能夠賦予聽損

口音新的象徵資本，使聽損身份不再那麼被障礙者本身視為某種不可欲的身份。

其三，儘管因為障礙者在健全主義結構下承受極龐大的污名，使得聽障者

自身並不如使用手語的聾人社群，會將聽損身份視為某種具群體歸屬感的社會

或文化身份，從玲玲的例子，可以看見在適當的培力（empowerment）下，聽

障者是可能將被誤認的情境視為讓聽障者現身被看見的抵抗機會。

而回到性別的這個面向，從經驗資料本身，並沒辦法很清楚地看見為何身

份誤認經驗與障礙身份理解的互動，幾乎只見於女性聽障者的敘事中。不過，

女性主義障礙研究者指出女性障礙者受到來自父權結構以及健全主義結構的雙

重且交織的壓迫（邱大昕 2012；郭惠瑜 2020）。單純從性別的視角來看，本

土社會語言學研究指出，台灣女性被期待要有「氣質」，而氣質與口語表現緊

密連結，譬如女性講話要標準（Su 2008）。比如，在新北市三重某高職做的民

族誌研究寫到，男學生會透過講著地方口音來展演出某種陽剛氣質，而女學生

則是盡可能趨向標準口音以將自己與那些男學生區隔開來（Baran 2014）。

性別氣質的社會評價並不會僅針對非障礙者發揮效用，然而，性別氣質的

社會建構是基於健全身體的假設上發展而出，使得障礙者極容易在這套健全中

心的性別氣質評價中，無法展演規範性別氣質（normative sexuality）。被誤認為

外國人的經驗，可能便是透過性別經驗來對女性聽障者的障礙經驗造成更大的

影響。在性別化的生活經驗裡，「講話不標準」對於女性性別氣質的威脅較大；

相較之下，對男性而言，「講話不標準」較不威脅、甚至合乎男性陽剛氣質的

展演。7 當女性聽障者的口音使其被誤認身份，在反身的自我認知中，聽損口音

7　男性的陽剛氣質通常不來自如口音或裝扮這種身體直接展現出來的中上階層氣質，而是來自於
對社會經濟資源的控制。身心障礙者經驗到的社會經濟排除過程，對其陽剛氣蓋構成威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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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得到凸顯，進而驅使女性聽障者聚焦生產此口音的損傷身體。口音生產

出種族化的身體，也使得女性聽障者在誤認情境的當下，實實在在地經驗了各

種身體會遭遇的處境。若沒有揭露聽障身份，而是以異國身份自居，儘管聽障

者知道這些身體不真實也不持久，但透過這些片刻的、偶然生產出的種族化身

體，聽障者得以反身思考自己的障礙身體擁有何種象徵資本，讓自己體現出種

族化／階級化之性別氣質（譬如：日本女學生、東南亞女性移工……等等）。

要提醒的是，本文分析的敘事是來自於訪談法，訪談法中的敘事不能排除

其同時是與研究者進行立場協商的展演（Baynham 2011）。由於研究者為男性

聽人，在訪談中所得到的聽障者敘事也需要將研究者的社會身份考量進去，譬

如可能因為研究者的性別表現為男性，男性受訪者為了避免有損其陽剛氣質，

因而表現得對被誤認經驗不在意（cf. Kiesling 2018）；女性受訪者也可能因為

研究者為男性，而未有深入性別化經驗的敘事。此外，因為研究者為聽人，部

分受訪者可能因此避免強調聽人作為誤認者對其產生的負面影響，若訪談者亦

為聽障者，也許會因共享壓迫經驗而有不同的敘事內容。

六、結論

本研究透過訪談台灣成人聽障者，探討身份誤認經驗是否以及如何使聽

障者調整自己對於聽力障礙者身份的認知。透過讓受訪者自發性談論或是研究

者主動詢問受訪者的兩種訪談方法，本文揭示不同性別看待身份誤認經驗的不

同。即便大多男性聽障者有身份誤認經驗，在訪談者不主動詢問的情況下，這

些男性聽障者並不傾向於障礙生命經驗的訪談中，提及身份誤認經驗。相反地，

女性聽障者即便訪談者不主動詢問，也傾向主動在討論障礙經驗時，將身份誤

認經驗引入訪談中。這顯示，被誤認經驗對於聽障者自我認知的影響，可能是

性別化的，呼應了女性主義障礙研究對於性別與障礙交織性的關注。

從高夫曼的污名管理理論為出發點及主要分析框架，本研究發現並非所有

的聽力障礙者都以污名管理的角度來看待身份誤認經驗。在聽障者的自我認知

中，首先，異國的身份必須緊密與聽力損失相連，才有可能形成「外國聽人／

成一種纏繞在障礙身份的「去陽剛化」（邱大昕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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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聽障者」的競爭選項，前者遂能去除後者潛在衍伸的污名情境的身份。再

者，被指認的異國身份儘管在人口學意義上是虛假的，得到的社會互動卻是真

實的：若被誤認為來自區域社會經濟結構中較下階的族群，可能會將自身暴露

在另外一種污名情境中，此時障礙者便面臨是否揭露聽障者身份的兩難，甚或

是反身性地負面看待自己的聽力損失。高夫曼的污名管理理論可以成功解釋這

類情況，尤其是選擇佯裝為優越國族他者的情境下，聽障身份得到隱身。

不過，本研究也討論了高夫曼理論無法完全解釋的狀況。過去涉及污名管

理的案例，大多僅涉及單一身份軸線中的對立組合，譬如同志佯裝為異性戀、

障礙者佯裝為非障礙者、外國人佯裝為本地人等等，來避免污名情境。因為佯

裝過程循著自身身份為可貶的管理邏輯，若討論佯裝對於當事人帶來的社會心

理效應，預期上是可能強化自身身份的可貶特質。譬如，自閉症者描述「掩蔽」

（masking）自閉特質的過程中，需要付出龐大的心力，可能導致自閉症者逐

漸不接受自己的自閉身份（Bradley et al. 2021）。相較之下，在本研究中，聽

障者受到誤認的經驗，涉及了兩條身份軸線，包括障礙與國族身份，這製造了

更多的可能性，讓障礙身份的可貶特質有可能在自我認知中得到改變。其一，

如同預期的，可貶特質可能得到強化，譬如因為誤認經驗而讓自己加深對生理

損傷的負面看法；其二，可貶特質有可能得到消弭，儘管在本研究中這樣的案

例是少數，但聽障者可能因為短暫以外國人的社會身體現身過，意識到聽損身

體並不如先前自己預設的那麼不可欲，對於障礙身體的認知，進一步向正面轉

移。在此種情況，異國身份並不隱身障礙身份，反而讓聽障身份的污名特質在

障礙者的自我認知中逐漸消弭，使得即便不更動生理身體，也能透過重塑社會

身體來治癒障礙。

本文呈現聽障者社群常提及的普遍經驗，這類生命經驗雖然較少受到學者

關注，但的確是聽障者在日常生活中反覆經歷的重要經驗，並且對於部分聽障

者產生了重要影響。本研究延續文化模式的障礙研究，在社會對障礙者的結構

性壓迫之外，探討了這種結構下的系統性無知，如何讓口音成為社會符號系統，

在社會互動中將身體分類，也由聽障者加以運用在身份實踐中，進而影響聽障

者的社會位置與自我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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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受訪者基本資料與身份誤認經驗

受訪者 性別 敘事分組 被誤認經驗 被誤認對象

Peiyu 女 自發敘事 有 陸生 （被中國籍學生誤認）

Sandy 女 自發敘事 有 馬來西亞華人

安妮 女 自發敘事 有 國際學生

小薇 女 自發敘事 有 華僑

瑪姬 女 自發敘事 有 中國人

玲玲 女 自發敘事 有 移工（印尼、泰國等）、馬來西亞華人

小君 女 自發敘事 有 印尼移工、華僑

貝拉 女 自發敘事 有 沒有特別指出什麼國家

Grace 女 自發敘事 沒提到

敏嘉 女 自發敘事 沒提到

韓嫣 女 自發敘事 沒提到

安信 男 自發敘事 沒提到

小鄭 男 自發敘事 沒提到

小雨 男 自發敘事 沒提到

潘先生 男 自發敘事 沒提到

小趙 男 自發敘事 沒提到

阿耀 男 自發敘事 沒提到

洪仔 男 自發敘事 沒提到

淑倫 女 誘發敘事 有 中國籍配偶

Q 姐 女 誘發敘事 有 僑生

小魯 女 誘發敘事 有 日本人、越南人或菲律賓人

小花 女 誘發敘事 有 日本人或中國人

小凡 女 誘發敘事 有 日本人或韓國人

麥脆ㄐ 女 誘發敘事 有 日本人

艾達 女 誘發敘事 有 日本人

美櫻 女 誘發敘事 無

小惠 女 誘發敘事 無

坎尼 女 誘發敘事 無

小柚 女 誘發敘事 無

張伯 男 誘發敘事 有 香港籍學生

維飛 男 誘發敘事 有 香港人或日本人

阿偉 男 誘發敘事 有 東南亞移工

佐佐 男 誘發敘事 有 被警察臨檢問是不是台灣人

松鼠 男 誘發敘事 有 中國人

振宇 男 誘發敘事 有 香港人

威廉 男 誘發敘事 有 中國人

阿凱 男 誘發敘事 無


